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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模範兒童”
———黎鏗與 1930 年代中國電影童星生產*

游曉光

[提　 要] 　 童星一直是中國早期電影明星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本土影業的重要資源。 黎鏗

是 1930 年代本土童星的代表,他在當時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贏得了“中國神童”、“兒童們的模範”、
“中國兒童的典型”等讚譽。 分析其明星形象的內涵及成因,一方面有助於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本

土電影童星形象的流變,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對早期中國電影童星生產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 　 中國電影　 童星生產　 1930 年代　 黎鏗　 模範兒童

[中圖分類號] J9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2) 01 - 0158 - 11

1920 年代初,中國影業興起之時,便有但二春、任潮軍、鄭小秋等本土童星出現在影壇。 然而,
本土童星真正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卻是在 1930 年代,其代表便是黎鏗。

黎鏗 1928 年出生,四歲時便登上銀幕出演影片《人道》。 此後,他還參演了《神女》、《香雪海》、
《天倫》等頗為重要的影片,被譽為“中國神童”,①與在銀幕上順風順水相得益彰的是,銀幕之外的

他也“類為要人”。②1936 年的兒童節,黎鏗作為上海兒童代表在慶祝活動上唱歌。③同年,他承擔了

一項“光榮的政治任務”———應邀出演影片《密電碼》。 該片反映國民革命中國民黨人的英勇事跡,
由中電籌拍,時任中國國民黨文化事業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內政部常務次長的張道藩

親自編劇。 1937 年雙十節,作為中國兒童協會會員的黎鏗和另一位童星陳娟娟給美國童星秀蘭·
鄧波兒寫信,希望後者能夠“聯絡美國的小朋友來幫中國兒童的忙”。④

黎鏗的明星形象到底蘊藏着何種光環,這種光環是又是如何產生的? 本文嘗試站在歷史的維

度,從明星生產角度解釋這一問題。

一、“縮小的成人”:傳統色彩濃厚的 1920年代童星

電影明星雖然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但 1920 年代的中國童星卻深深烙着封建文化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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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界理想與本土童星的誕生

1921 年,美國影片《尋子遇仙記》 在華上映。 片中,與卓別林搭檔的兒童演員傑基·庫根

(Jackie
 

Coogan)奉獻了出色的表演,這使他在中國也備受追捧,被視為電影童星。 他成為中國本土

童星誕生的一個直接的外在誘因。 然而,本土電影童星的出現,更多源自於國人的文化與電影理

想。
首先,童星們被給予了爭取民族尊嚴的厚望。 1924 年,任潮軍、鄭小秋和但二春已在銀幕上初

露頭角,但國人在看完傑基·庫根的影片後,仍然慨歎道:“深望潮軍小秋二春諸子,努力實習,為
吾國電影界放一異彩,勿讓賈克柯根專美於前也。” ⑤在 1920 年代中後期的武俠片浪潮中,任潮軍

習武並逐漸向武俠童星方向發展,國人期待他在日後可以“公其技於全球觀眾”,⑥ “匪僅執銀幕之

牛耳,直堪新國粹紀元”。⑦

其次,電影童星的培養還與中國電影的本土化訴求息息相關。 什麼樣的影片具有民族特色,能
夠滿足本土觀眾的口味,這是早期中國影人一直思考的問題。 1923 年《孤兒救祖記》的成功,讓影

人們意識到家庭倫理是國人心之念之的電影題材。 家庭倫理片中,親子關係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兒
童演員自然成為中國電影必須培育和倚仗的資源。

第三,是兒童題材電影創作的需要。 本土影人力求通過電影指陳社會問題,改良社會風俗。 受

到新文化運動、“兒童本位”觀等思潮的影響,兒童問題成為他們關注的重點之一。 為此他們創作

了《棄兒》、《孤兒救祖記》、《苦兒弱女》、《好哥哥》等兒童片,這些電影觸及遺產繼承、兒童教育、流
浪兒以及戰爭對兒童影響等問題。 在這類影片中兒童演員是不可或缺的創作者。

正是基於上述電影理想,中國早期電影人一直在努力培養本土兒童影星。 然而,傳統封建觀念

還是深植在此時的影人身上,這也直接投射到他們對童星的塑造上。
(二)銀幕之上:舊倫理的代言人

1920 年代,電影童星在銀幕上扮演着傳統倫理道德維護者的形象,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

面。
首先,遵守“孝”和“義”是這些形象最為鮮明的特徵。 《孤兒救祖記》中十歲的余璞(鄭小秋

飾)極為孝順。 朋友邀他出去玩耍,他說:“媽叫我用功念書,我不敢玩”;老伯伯(即他的祖父楊壽

昌)邀他到家中做客,他因怕母親惦念而拒絕;老伯伯給余璞的點心和錢,余璞都帶回給母親。 余

璞還是一個重道義的孩子,他曾解救落水的同學;當老伯伯落入歹人之手時,他又挺身而出。⑧ 《小

公子》中的小公子(但二春飾),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為給母親籌錢買藥,他頭部受傷,血流滿面。
此外,他為人善良,“恤老憐貧,對兒童尤為親愛”。⑨塑造這類人物時,創作者還有意借鑒古人故事,
余璞解救落水同學的情節就模仿了“司馬光砸缸”的事跡,《苦兒弱女》中的小慧(鄭小秋飾)也學

習董永,要賣身葬父。
其次,這些角色還展現出遠超其年齡的責任感和能力。 《孤兒救祖記》中的余璞、《棄兒》中的

棄兒(但二春飾)、《玉梨魂》中的鵬郎(任潮軍飾),分別挽救過祖父、父親和母親的生命。 《好哥

哥》中的大寶(鄭小秋飾)在父親從軍,母親離世的情況下,帶着弟弟沿街乞討,並於盜匪刀下救出

了弟弟。 《小朋友》中的來發(鄭小秋飾)和《弟弟》中的弟弟(但二春飾)小小年紀便開始自謀生

路。 來發與《傳家寶》中的小琳(但二春飾),還敢與惡人鬥智鬥勇,前者在遭遇歹徒綁架後,“不甘

坐斃,撬窗破之,結帶縋之”;⑩後者為救玲妹,數次與歹人周旋。
綜上看出,這時的銀幕兒童形象仍然殘存着濃厚的封建觀念:理想的兒童首先應該遵守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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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道德的楷模;其次,即便年齡小,他們也有義務和能力擔起保護家族的責任。 還需強調的是,這
些影片基本上都是在講述大家族的故事,通常會涉及祖孫三代人。 可見,此時的影人在潛意識中仍

然將兒童視為封建秩序與倫理的繼承者。
(三)演技為重與銀幕外形象的缺失

明星是角色和演員的“混合體”,其銀幕外活動對明星形象的製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檢

視文獻可以發現,時人還未得銀幕之外童星製造的要領。
其時,在銀幕之外,電影生產者和媒體對明星的包裝主要採取兩種方式:傳記寫作與演技評價。

所謂傳記寫作,就是將明星的出身、品行、事跡、特長以及為何投身電影行業等信息進行整理、總結

與正面評價。 演技評價,就是將演技作為評判明星的主要標準;許多評論者嚴肅指出,銀幕外的活

動會影響明星演技的磨練,因此要求明星嚴格控制在社會上的曝光度。

就童星生產而言,傳記寫作並不適用,年齡小、資歷淺的童星不具有被樹碑立傳的資本。 因此,
演技評價也就成為銀幕外塑造童星的唯一手段。 時人稱讚任潮軍和鄭小秋在《孤兒救祖記》中的

表演:“表情最自然者,當推任潮軍與鄭小秋之余璞,此無他,因其無做作之態,全顯一片天真而

已”。但二春的表演也得到了認可,評論者認為他在《古井重波記》中的表演,“種種動作,無不出

於自然之天真,囧非勉強者可同日而語”,還有人高度讚揚其表演是“‘非藝術所可約束而又根基

於藝術的’天真的表演”。

為何沿用成人明星的塑造方式,其原因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第一,電影生產者將童星視為成

人明星,以演技為重。 評論者不約而同地都提到兒童的表演應當以“天真”為最高標準,其實兒童

本來就是天真的,其在銀幕中如何展現出這種特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導演的指導。 第二,本土明

星生產經驗缺乏,未能認識到銀幕外活動對童星生產的重要性。 有媒體報道,鄭小秋因為拍戲而耽

誤了學業。這樣的結果及其報道,無論是對於兒童的養成,還是童星的培養都是極其不利的。 實

際上,鄭、任、但的父輩都是電影人,這樣的關係本有利於他們銀幕外的宣傳。 可惜的是,受到其時

明星觀念的影響,他們在銀幕外的生活並未被充分發掘。
綜上,1920 年代,在西方童星的刺激下,在啟蒙思潮的影響下,伴隨本土影業的形成,中國影壇

出現了第一批電影童星。 此時的童星生產呈現出以下兩點特徵:第一,在生產觀念上,本土影人深

受封建兒童觀的束縛,童星在銀幕內外都被當作“縮小的成人”。第二,在生產方式上,以銀幕形象

塑造為主,童星在銀幕之外的活動沒有被正視。
時光流逝,1930 年代,鄭小秋、但二春、任潮軍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淡出了童星的行列,中國影

壇迫切需要新一代童星的出現。

二、“萬花筒下的黎鏗”:顯著提升的銀幕外曝光

1935 年第 7 期的《聯華畫報》刊登了名為“萬花筒下的黎鏗”的組照,其中包含了《凸出大肚

子》、《為什麼愛哭? 原來沒穿褲子!》、《勞工神聖》等十餘幅照片。 這些照片中黎鏗行為、表情、衣
着各異。 可以說,這組照片是 1930 年代童星甚至是明星生產的一個縮影:明星們銀幕外的活動顯

著增多,並被以各種方式曝光於大眾視野之內。
(一)媒體報道頻次大幅增加———基於量化的分析

“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是目前國內收集近代報刊最全的電子數據庫,筆者選擇以“全字段 =

姓名”、“精確檢索”的方式對該庫進行檢索。 活躍於 1921 ~ 1929 年間的童星,筆者選取了鄭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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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春和任潮軍。 活躍於 1930~1937 年的童星,筆者選取了黎鏗、葛佐治、陳娟娟和胡蓉蓉。 具體

圖 1　 1920~1937年中國電影童星在報刊上出現次數統計

檢索結果如圖 1 所示。
由此可以發現,1930 年代

童星在報刊上出現的次數遠

多於 1920 年代,其中“黎鏗”
出現的次數最多。

(二)涉及內容廣泛

這些報道大概涵蓋以下

內容。
童星們的工作是媒體報

道的重點之一。 《〈人道〉中深

刻動人之一幕》 、 《〈 城市之

夜〉裡的黎鏗》 、 《 聯華新片

〈神女〉中之阮玲玉及黎鏗》 等內容都是對影片攝制進度的跟進。 《聯華足球隊未比賽前加油情

形,小明星黎鏗也在場參觀》 、《聯華乒乓隊與各友隊:黎鏗對外作戰》 、《參觀的小朋友和聯華的

小明星黎鏗,站在一起拍照》 等則披露了黎鏗參加聯華公司其他活動的情況。
童星的家庭生活也是媒體熱衷的話題。 《五分鐘和黎鏗在一起》 、《小明星黎鏗的爸爸和媽

媽》 、《黎鏗偕妹入校讀書》 、《黎家小景》 等報道就深入到黎鏗的日常生活及其與家庭成員的關

係。
童星們還會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上海兒童節兒童代表黎鏗唱歌》 、《黎鏗在香港》  《兒童救

亡會代表小明星陳娟娟黎鏗慰勞傷兵》 等都聚焦於此類事件。
童星的業餘愛好和趣聞軼事為媒體津津樂道。 《黎鏗賣冰淇淩》 、《黎鏗的乒乓台》 、《黎鏗

習乒乓的經過》 、《潘胡婚禮拉紗之小天使黎鏗》 等報道的就是這些內容。
正是通過這些消息報道,童星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被全方位地展露在公眾的視野之內。
(三)呈現形式多樣

1920 年代,明星生產者還是習慣用文章來描摹與評價明星的事跡和品行。 到了 1930 年代,除
了文字媒介,生產者還開始充分利用照片、漫畫、廣播等新興媒介來塑造明星形象。

此時的文字報道呈現出兩個明顯的變化:第一,文言文以及半文半白的表達方式基本被摒棄,
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成為首選。 第二,短消息與人物特寫成為常見的報道形式。 聯華公司機關刊物

《聯華畫報》設置了“小事情”和“每周情報”兩個欄目,這些欄目通常會用短消息的方式報道公司

及明星的動態。 《聯華畫報》還會不定期的對某位明星進行專訪或特別報道。
大量刊登明星照片是本時期明星生產最為顯著的特徵之一。 筆者以“全字段=黎鏗照片”的檢

索式對 294 條包含“黎鏗”的條目進行了篩選,結果發現其中 74 條文獻含有“照片”,占到了總數的

近四分之一。 這些照片包括劇照、生活照、肖像照、新聞照片等。
這時的電影生產者也會通過流行的漫畫藝術來塑造明星形象。 《慈母曲》  根據同名電影創

作,以鳥哺育後代的活動回應了影片的主題。 另一幅題名為《林娘楚楚不是人,好是南海觀世音;
小兒黎鏗更作賊,偷得蟠桃獻母親》 的漫畫中,黎鏗成為了紅孩兒,林楚楚則被描畫為觀世音,創
作者希望借鑒《西遊記》中的人物和故事展現林、黎母子的性格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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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明星的照片,明星的作品也受到了媒體的喜愛。 《黎鏗速寫:在春假中的一天》一文中

就加入黎鏗畫的戰艦和風景畫。《看見嗎!》 則是黎鏗參加“兒童救亡漫畫展覽”的作品。
1930 年代,上海的廣播業蓬勃發展,電影明星經常會到電台一展歌喉。 黎鏗就曾和胡蓉蓉、陳

娟娟、牟菱等童星到電台演唱抗日救亡歌曲。
這些媒介在明星生產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白話文寫作的短消息和專訪使大眾能夠及

時而深入地了解明星動態,照片在表現人物相貌、情態和動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漫畫以極具親

和力的方式突出了明星的性格特徵,明星的作品則以“畫如其人”的方式表現了明星的魅力,而電

台播音則使觀眾在觀其貌之外,還能聞其聲。 因此,明星的真實性、立體感、親切感和鮮活度都得到

了明顯提升。 這樣一來,銀幕外的媒體報道成為明星生產的又一種有效渠道,童星形象的生產也就

由銀幕內外通力完成。

三、模範兒童:富含時代精神的童星形象

那麼,黎鏗被塑造為何種童星形象,其形象的內涵又是什麼? 筆者認為,正如當時的媒體所定

義的,黎鏗是“兒童們的模範” 、“中國兒童的典型” 。 黎鏗的明星形象不但符合當時“兒童本位”
的教育理念,也迎合了國民政府對兒童的期待。

(一)天真、活潑之兒童

“兒童本位觀”的主要內涵之一便是以民主的態度對待兒童。 這種理念一改傳統社會以成人

標準要求兒童的做法,開始尊重兒童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在現實生活中,這集中表現為天真、活潑

逐漸被視為兒童的本性。 1920 年代影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文化慣性使他們並未能有效實踐這

種觀念。 1930 年代,該特質成為童星的顯著標識之一,這在黎鏗身上體現得極為明顯。
影片中,黎鏗的角色都不諳世事,心地單純,對長輩十分依戀。 《歸來》中黎鏗飾演鑒兒。 戰爭

爆發,在家人收拾行裝准備逃難之時,“鑒兒卻悠閑地把他的玩物———小軍艦,很開心地取來”。 當

母親給歷盡千辛從海外歸來的父親換新枕套和床單的時候,鑒兒卻將枕套和床單弄髒,母親責備

他,他卻撅起嘴說:“媽不給我睡,我叫爸也不給媽睡”。 《香雪海》中的兒子(黎鏗飾)在看到母親

不停地燒香拜佛時,忍不住喊:“不要燒香,我的肚子餓了。” 在《神女》中,神女的兒子(黎鏗飾)不

懂得成人世界的法則:他不明白為什麼鄰居家和同學都排斥他,也無法感受母親所受的屈辱與痛

苦———當母親因為流氓的騷擾痛不欲生時,他回家迫不及待要做的是,教母親做在學校新學的體

操。
在銀幕外,電影人和媒體人也着意凸顯黎鏗的這種特質。 譬如,《黎鏗賣冰淇淩》記述了黎鏗

做冰淇淩並賣給其他聯華電影人的經過,通過文中的描寫,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兒童對食物無法掩

飾的喜愛:
過去的不久,最熱的一天他開始工作了;一只小手握住機柄像搖紡車般的迅速地搖起

來。 因為他恨不得早早地嘗到自己攪成的冰淇淩是什麼滋味,便不時地要停住掀開冰淇

淩的筒子看看。 看情形自己也很心急,蹙着眉,不時用手拭額頭上的汗。
又如,在家中,黎鏗主動要求喂弟弟黎錫吃杏仁粉。 起初他很認真,漸漸地便不顧弟弟吃沒吃

完,一勺接一勺地送到後者嘴裡,最終弄得弟弟滿嘴滿臉滿身都是杏仁粉。這展現了兒童喜歡被

稱讚卻又缺少耐心的一面。
通過上述方式,黎鏗作為一名兒童的天真、活潑特質被展現地淋漓盡致,這與 1920 年代“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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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童星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二)科學養成之兒童

“兒童本位觀”另一個重要內涵是科學育兒,即兒童的養育應當在現代科學知識的指導下進

行,具體包括生活有規律、飲食合理健康、注重體育鍛煉等。 黎鏗也是這方面的典範。
黎鏗的作息有規律。 黎鏗家門口走道掛了一面鐘,在窗前也放了一個鬧鐘,就是為了孩子們能

養成規範的作息習慣。他每天六點半起床做運動,七點半吃早餐,八點半去學校,十二點回家吃午

餐,下午一點去學校,六點吃晚餐,吃完晚餐聽故事,晚八點洗澡睡覺。

黎鏗擁有優良的飲食習慣。 他早晨會喝牛奶、吃餅乾;午飯是“兩碟菜和一碗湯”,飯後會吃水

果,天津的鴨梨、美國的蘋果都是黎鏗喜歡吃的;三餐之間還會有加餐,如雞蛋糕、面包、餅乾等。 黎

鏗吃糖果很有限,因為這對牙齒有危害。 黎鏗吃飯時細嚼慢咽,不說話。 此外,他吃飯的時候會帶

上圍兜,與弟妹或其他小朋友一起吃飯的時候,還會才採用“分食制”。

黎鏗還熱衷於體育運動。 《神女》中他就喜歡做體操。 現實中,他跑步、摔跤、游泳,其中乒乓

球是他的最愛。 在媒體上會經常看到他練習乒乓球、參加或觀看乒乓球比賽的消息。

黎鏗的成長離不開玩具和遊戲。 傳統中國有“玩物喪志”、“勤有功戲無益”的說法。 20 世紀,
這種觀念被扭轉,合適的玩具和遊戲被認為是兒童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據報道,黎鏗有許多玩

具,“大約有兩大木箱,裡面沒有一件可說是不合教育原理的”。

最後,在學習上,黎鏗接受的是適合兒童心智特徵的教育。 近代以來,各種社會力量組織編寫

和出版了大量新式兒童啟蒙讀物。在黎鏗的臥室就有一個共十六格的大書架,“裡面有小學生文

庫,幼童文庫及其他各種的兒童讀物;其中有幾個格是放置各種標本及手工的”。 在《神女》 《母

愛》《慈母曲》等影片中,黎鏗飾演的角色也接受的是現代教育。
由此看出,銀幕內外的黎鏗,都是在科學育兒觀下茁壯成長的兒童。
(三)不忘救國之兒童

1930 年代,中國的兒童教育其實“兒童本位”與“國家本位”並行。1936 年國民政府兒童節的

口號將兒童明確定義為“新中國未來的主人翁”、“建設新中國的基石”和“復興民族的主力軍”。

黎鏗也是這樣一位堪當救國重任的兒童。
身體健康是未來主人翁的第一要素。 1935 年 8 月至 1936 年 7 月,國民政府在全國範圍內舉辦

“兒童年”活動,其第一工作要點就是要推進兒童的健康。黎鏗作息規律、膳食合理、熱愛運動,身
體強健也是必然。 記者曾經這樣描述黎鏗:“烏黑而光滑的的短發,龍眼核似的大眼珠,紅蘋果似

的兩頰;不拖鼻涕;強健的手臂,肥壯的的腿腕子,身穿着工服式的童裝,挺着胸膛,露着兩膝蓋。” 

其次,黎鏗癡迷於軍事,擁有好戰的性格。 黎鏗崇拜趙子龍、拿破侖等有軍事才華的人物。他

的玩具許多與軍事相關,如坦克車、裝甲車、手槍、軍艦等。他喜歡做軍事體操,“返家後必持刀劍

自舞,人們都稱他為‘小將軍’”。在平日的遊戲中,黎鏗也經常玩戰爭遊戲,假想敵就是日本人。

再次,黎鏗關心時政,能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公益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 1935

年,黎鏗兩次在賑災活動中登台表演。1937 年,中日衝突升級,黎鏗參加兒童救亡會,接受戰時教

育,創作抗日漫畫,並作為代表慰勞傷兵,救濟難民。他加入了全國最大的兒童劇團———中國

模範兒童劇社,並在劇團中演唱救亡歌曲,表演救亡曲目。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迅速

向歐美尋求援助,黎鏗也扮演起民間使者的角色,他和陳娟娟一起給秀蘭·鄧波兒寫信。 信中他們

描述了戰爭給中國兒童帶來的苦難,希望鄧波兒和美國兒童也能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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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活潑的性格,健康科學的成長方式,立志報國的拳拳之心,使黎鏗當之無愧地成中國兒童

們的模範。

四、特殊的家庭:對童星個性元素的充分運用

1930 年代的童星生產還極為重視對童星個性的塑造和運用。 葛佐治被稱為“野孩子”;陳娟

娟則被認為是“純粹東方式的一個貧苦女兒”;因為擅長歌舞,胡蓉蓉常被與秀蘭·鄧波兒相提並

論。 與他們相較,黎鏗的獨特性凸顯在他經常與自己的家庭捆綁在一起,時人經常以黎民偉和林楚

楚的“公子”稱呼他。

(一)父母作為電影從業者

黎鏗的父親是著名的電影導演和電影企業家黎民偉,母親是知名電影演員林楚楚。 1930 年,
黎民偉出任聯華公司的協理、制片主任兼任一廠廠長,林楚楚隸屬一廠。 1936 年,黎民偉退出聯

華,復辦民新影片公司,林楚楚也隨丈夫來到民新。 正因長期從事電影行業,黎、林夫婦為黎鏗的星

路提供了優良的文化資本與堅實的物質基礎。
首先,父母的身份有利於黎鏗“模範兒童”童星內涵的塑造。 一是,黎民偉作為電影公司的管

理者,他有權為黎鏗選擇影片並安排角色。 1934~1937 年,黎鏗共出演過《人道》、《歸來》、《神女》、
《人生》、《香雪海》、《天倫》、《母愛》、《靈肉之門》、《新人道》、《密電碼》、《慈母曲》共 11 部影片。
除《歸來》外,其餘影片均由黎民偉擔任制片主任。這些影片中,黎鏗飾演的角色很相近,基本上都

是天真活潑,懂事乖巧,接受了現代教育的兒童。 二是,在現實生活中,由於收入豐厚,父母可以為

黎鏗提供成為“模範兒童”的物質資本。 健康衛生的食物、各種兒童書籍和玩具、豐富的業餘活動

……其實都離不開堅實的物質基礎。 據媒體報道父母給他買玩具,只考慮是否適合兒童,“代價貴

昂卻不在乎”。1937 年,黎鏗參加的“夏令兒童健康營”需要膳宿及學費十五元,還需要購買被單、
棉被、線毯等許多生活用品,而 1930 年代上海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僅有十五元左右。 三是,《人道》
《人生》、《天倫》、《母愛》 分別獲得了,1933 年、1934 年、1935 年“全國影片選舉最優影片” 的榮

譽,這無形中提升了黎鏗的社會影響力。 我們也可以想見黎民偉在背後所作的努力。
其次,父母的身份還可以極大提升黎鏗的表演水平,這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與林楚楚

飾演“銀幕母子”,有助於黎鏗的發揮。 《人道》、《人生》、《母愛》、《天倫》、《新人道》、《慈母曲》都

是林楚楚與黎鏗聯袂演出,在影片中二人的關係也都為母子。眾所周知小孩子的戲難拍,因為兒

童的心智尚未成熟,自我控制力和理解能力都有限。 然而,當影片中的母親就是現實中的母親時,
兒童演員便很容易進入狀態。 第二,據當時的媒體記載,黎鏗拍戲時,林楚楚基本都在場,並對黎鏗

進行指導。第三,黎鏗對電影工作環境十分熟悉。 他家就在聯華一廠的職工宿舍,“廠內什麼工

友,導演員,攝影師,布景師……他都有認識……他還有許多許多小朋友,男男女女都有,總不下數

十個,常是聚在一起玩”。可以推測的是,由於母親是大明星,父親是本廠主任,其他人也一定會對

黎鏗呵護有加。 在熟悉而友好的群體中拍戲,他更容易發揮。
此外,還需強調的是,由於黎鏗和父母都是著名電影人,三人就產生了集群效應。 個體的曝光

率和聲望都因為另外兩者的存在而大幅增加。
可以看出,正因父母都是資深電影人,黎鏗在選片、表演、生活等多方面所擁有的優勢非普通兒

童演員所能比擬。
(二)母親作為電影明星

461



“有現代之兒童,不可無現代之父母”,其時,無論是“兒童本位”觀,還是“國家本位”觀,很大

程度上是對父母的要求。 現代家庭教育中,父母被認為有同等重要的責任,但是在具體討論和實踐

中,更多地是對母職的要求。林楚楚有“銀國中的慈母” 之稱,她的明星形象就是一位模範母親。
這其實從另一方面成就了黎鏗。

1930 年代,除《一剪梅》外,林楚楚在《故都春夢》、《人道》、《國風》等 10 部影片中均飾演母親

的角色。 這些母親形象也極為接近,性格溫良、勤勞節儉,甘願為子女和家庭付出所有。
譬如,《故都春夢》和《人道》中林楚楚飾演的都是被丈夫拋棄的妻子。 但是兩位妻子都恪守婦

道,堅持一人含辛茹苦地撫養孩子。 《慈母曲》講述了母親為六個子女付出所有,老來卻無所養的

故事。 影片如教科書般“演示”了母親的職責:照顧孩子與丈夫的飲食起居,承擔各種家務,維護丈

夫一家之主的地位……
銀幕之外,林楚楚也是一位以家庭為中心的母親。 媒體說她婚後“便開始擔任了賢妻應做的

職”,有了孩子後“她運用全盤的腦力、體力……為家庭而服務”,“是一家的主腦,是小孩們的好媽

媽,是丈夫的賢內助”。她和善仁慈,對孩子們極具耐心。她生活樸素,不追求時髦。林楚楚自己

也對媒體坦言:“做母親的,應當在兒女的身上多盡點心,不能把孩子完全交給別人,自己落得清靜

了事。” 

與傳統慈母不同的是,林楚楚還深諳“兒童本位”。 她注重孩子們的身體健康,會帶他們進行

體育鍛煉,觀看體育比賽。她還能為子女們制定健康、合理的飲食計劃。對於孩子們進行遊戲,
她非但不反對,還會積極引導和參與。林楚楚還懂得基本的護理知識,家中購買了多種藥品,遇到

孩子磕碰的情況,她會及時處置。林楚楚也十分注重子女們的智育和美育,會教孩子們識字,給他

們講故事、唱歌,吃飯的時候還會放音樂。在閒暇時間,她會做蛋糕、織毛衣、剪裁縫制小孩們的衣

服。

以家庭為己任的林楚楚,並未忘記婦女的社會責任。 她關心時政,能夠將愛國情感投入到子女

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去。 他們夫妻二人與孩子“絕不會上洋貨商店”。愛國人士希望她能夠為綏遠

抗戰捐款,她不但自己捐了五元,讓黎鏗也捐了五元;她表示在國家危難的時刻,“婦女界應當要聯

絡起來,做些對於國家有益的事”。

基於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林楚楚是一位集傳統美德、先進的現代育兒理念、強烈的家國情

懷、良好的藝術修養於一身的明星母親。 她的形象與黎鏗的形象相輔相成,正因這位現代慈母的存

在,黎鏗的形象更具可信性與說服力。
講述到這裡,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同時期其他童星的家庭。 葛佐治的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是中

國人。 母親早逝,父親忙於生意,疏於對他的教育。陳娟娟尚在繈褓之時,父親便自殺身亡,從此

她便與母親和外婆相依為命。胡蓉蓉的家境優越,父親是一位電影企業家,哥哥胡心靈是電影編

劇和導演,嫂子龔秋霞也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然而,她的母親很少為人提及,應當是一位普通

的家庭主婦。 張敏玉雖為明星老板張石川的千金,但其母何秀君並不是電影明星。
一經比較便不難發現:父母都是著名影人,且母親是電影明星的童星,除去黎鏗,再無他人。 黎

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一獨特優勢的充分發揮。

五、結語

經由本文討論可以發現:首先,黎鏗作為一名“模範兒童”,他天真活潑、作息規律、身體健康、

561



熱愛國家的童星形象,凝結了國人對於中國現代兒童的諸多美好想象。 其次,作為本土童星生產的

成功案例,黎鏗使我們看到 1930 年代中國影人已經建立了一套成熟的童星甚至是明星生產方式:
(1)在銀幕之外,綜合運用文字、漫畫、照片、廣播等多種新興媒介提升明星的曝光度;(2)由銀幕角

色和演員個體共同塑造的明星形象,是大眾所渴望的某類群體的典型代表;(3)明星生產尊重並最

大限度的發掘了明星蘊藏的個性化因素。
1937 年日軍逼近上海,黎鏗隨家人遠赴香港,此後他又輾轉廣西、廣東等地。 1949 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後,黎鏗先後在北京電影制片廠和珠江電影制片廠工作,參與了《民主青年進行曲》、
《上海姑娘》、《七十二家房客》等影片的攝制。 讓人唏噓的是,在新中國,黎鏗未能重現童年的風

采。 1965 年,年僅 37 歲的他,離開人世。 黎鏗的一生略似方仲永,個中緣由,我們似乎可以從其童

星形象中找到部分答案———長大了的“模範兒童”該成為何種模範? 這是黎鏗不曾解決好的問題,
也是今天的童星們仍要面對的問題。

①參見沈哀娟:《中國神童黎鏗》 [照片],上海:《青

青電影》,1934 年第 9 期。

②《類為要人的黎鏗》[照片],上海:《影與戲》,1937

年第 1 卷第 7 期。

③《紀念兒童節:上海兒童節兒童代表黎鏗唱歌》[照

片],上海:《中國學生》,1936 年第 2 卷第 14 期。

④《雙十節陳娟娟黎鏗寄秀蘭頓波兒的一封信:中

國兒童協會會員陳娟娟黎鏗給秀蘭頓波兒原信》,上

海:《中國兒童》,1937 年第 3 期。

⑤仇湘:《評賈克柯根之影片》,上海:《申報·本埠增

刊》,1924 年 8 月 9 日,第 1 版。

⑥毅華:《任潮軍練武》,上海:《申報》,1926 年 8 月

26 日,第 22 版。

⑦天官:《任潮軍學拳》,上海:《大羅天》,1927 年 10

月 9 日,第 3 版。

⑧參見《〈孤兒救祖記〉本事、字幕》,原載於《孤兒救

祖記特刊》 (1923 年),轉載於中國電影資料館編:

《中國無聲電影》,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第

60~74 頁。

⑨參見《〈小公子〉本事》,上海:《上海》,1925 年第 1

期。

⑩參見《〈小朋友〉本事》:中國電影資料館編:《中國

無聲電影劇本》(上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第 205 頁。

參見拙作:《明星文化與中國電影明星的誕生》,貴

陽:《電影評介》,2019 年第 22 期,第 52~57 頁。

伯奮:《〈孤兒救祖記〉 之新評》,上海: 《申報》,

1923 年 12 月 24 日,第 17 版。

《上海影片公司最近之傑作》,上海:《申報》,1923

年 4 月 23 日,第 17 版。

姚庚夔:《從天真說到電影藝術———〈盧鬢花〉是但

二春黃金時代的作品》,上海:《電影月報》,1928 年

第 3 期。

參見春鶯:《鄭小秋的求學問題》,上海:《笑報》,

1926 年 9 月 26 日,第 3 版。

魯迅曾指出,在中國傳統社會兒童被認為是“縮小

的成人”。 參見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

年 11 月 1 日,北京:《新青年》,第 6 卷第 6 號。

參見《萬花筒下的黎鏗》 [照片],上海:《聯華畫

報》,1935 年第 7 期。

《〈人道〉中深刻動人之一幕》[照片],上海:《開麥

拉》,1932 年第 63 期。

《〈城市之夜〉裡的黎鏗》 [照片],上海:《聯華畫

報》,1933 年第 1 卷第 4 期。

《聯華新片〈神女〉中之阮玲玉及黎鏗》[照片],上

海:《中華月報》,1934 年第 2 卷第 12 期。

《聯華足球隊未比賽前加油情形,小明星黎鏗也在

場參觀》[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1 卷

第 14 期。

《聯華乒乓隊與各友隊:黎鏗對外作戰》[照片],上

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6 卷第 9 期。

《參觀的小朋友和聯華的小明星黎鏗,站在一起拍

661



照》[照片],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7 卷第 9

期。

《五分鐘和黎鏗在一起》,上海:《聯華畫報》,

1933 年第 1 卷第 21 期。

《小明星黎鏗的爸爸和媽媽》[照片],上海:《青青

電影》,1935 年第 2 卷第 1 期。

《黎鏗偕妹入校讀書》,上海:《電聲日報》,1933 年

9 月 6 日,第 1 版。

董哥:《黎家小景》,上海:《聯華畫報》,

1935 年第 5 卷第 11 期。

《上海兒童節兒童代表黎鏗唱歌》 [照片],上海:

《中國學生》,1936 年第 2 卷第 14 期。

《黎鏗在香港》,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 卷

第 12 期。

《兒童救亡會代表小明星陳娟娟黎鏗慰勞傷兵》,

上海:《國聞週報》,1937 年第 14 卷,33 ~ 35 期合訂

本。

蔣涵揚:《黎鏗賣冰淇淩》,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2 卷第 2 期。

《黎鏗的乒乓台》,上海:《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

卷第 12 期。

雨草:《黎鏗習乒乓的經過》,上海:《聯華畫報》,

1936 年第 4 卷第 25 期。

《潘胡婚禮拉紗之小天使黎鏗》[照片],天津:《天

津商報畫刊》,1935 年第 16 卷第 3 期。

汪子美:《慈母曲》 [漫畫],上海:《聯華畫報》,

1936 年第 7 卷第 7 期。

汪子美:《林娘楚楚不是人,好是南海觀世音;小兒

黎鏗更作賊,偷得蟠桃獻母親》 [漫畫],上海:《獨立

漫畫》,1935 年第 6 期。

阿遜:《黎鏗速寫:在春假中的一天》,上海:

《聯華畫報》,1936 年第 7 卷第 10 期。

黎鏗:《二幅滿意作品》 [漫畫],上海:《民報》,

1937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

阿遜:《記黎鏗》,上海:《電影畫報》,1935

年第 21 期。

董遜:《訪黎鏗》,上海:《青青電影》,1934 年第 4

期。

南鋼:《上海家庭教育的近代轉型研究》,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 年,第 85 頁;第 109

~117 頁;第 105~108 頁。

參見胡樹: 《〈歸來〉 我評》,上海: 《新聞報本埠

刊》,1934 年 2 月 19 日,第 2 版。

參見《〈香雪海〉本事》,《中國無聲電影劇本》 (下

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第 2864 頁。

參見陳秉良:《黎鏗的日常生活》,上海:《電聲》,

1937 年第 1 期。

參見露萍:《模範的兒童———黎鏗》,上海:《聯華畫

報》,1934 年第 4 卷第 13 期。

參見《運動家黎鏗》,上海:《聯華畫報》,1933 年第

2 卷第 6 期;《聯華足球隊未比賽前加油情形,小明星

黎鏗也在場參觀》,1933 年第 1 卷第 14 期;陳嘉震:

《泳池中:黎鏗》 [照片],上海:《玲瓏》,1934 年第 4

卷第 21 期;等等。

參見露萍:《六歲的小乒乓家:黎鏗與乒乓》,上海:

《乒乓世界·連環兩周刊》 (合刊),1934 年第 9 期;

雨草:《黎鏗習乒乓的經過》;野菲:《黎鏗善拍乒乓》,

上海:《時代日報》,1935 年 9 月 18 日,第 6 版;《黎鏗

打乒乓得心應手》,《新聞報本埠副刊》,1934 年 10 月

2 日,第 6 版;等等。

參見蔡潔:《國難、啟蒙與黨政話語———政治文化

視野下“兒童年”(1935~1936)》,蘭州:《蘭州學刊》,

2017 年第 2 期。

《首都兒童節籌備會通過》,南京:《中央日報》,

1936 年 3 月 23 日,第 2 張第 3 版。

國兒童實施委員會:《兒童年宣言》,南昌:《江西地

方教育》,1935 年第 16 期。

參見影探:《人小志大的黎鏗》,上海:《福爾摩斯》,

1934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

《銀壇花絮:黎鏗人稱小將軍》,上海:《微言》,1934

年第 2 卷第 5 期。

參見《電影界助賑遊藝會後台花紅柳綠:小明星黎

鏗獨唱老公公》 [照片],上海:《青青電影》,1935 年

第 2 卷第 9 期;《體育消息:上聯會主辦之乒乓慈善

賽明晚舉行》,上海:《青青電影》,1935 年 4 月 29 日,

第 14 版。

《小明星陳娟娟、牟菱、黎鏗在兒童救亡協會戰時

教育班聽講》[照片],《抗戰攝影集》,1937 年 10 月

卷。

《獻金與慰勞:兒童教育救亡會代表小明星黎鏗慰

761



勞傷病》[照片],上海:《國聞周報》,1937 年第 4 卷

第 33~35 期合刊;《電影小明星黎鏗陳娟娟等肩負物

品,前往慰勞》[照片],上海:《戰事畫刊》,1937 年第

1 卷第 2 期。
《後方活躍:小明星黎鏗參加救濟難民工作》 [照

片],上海:《抗日畫報》,1937 年第 1 期。
參見《本市新聞·救亡運動情緒高張犧牲到底抗

戰到底》,上海:《申報》,1937 年 4 月 10 日,第 10 版;
《臨時夕刊·各界救亡工作》,上海:《申報》,1937 年

9 月 26 日,第 8 版;《電影·救亡兒童劇團將大公

演》,上海:《申報》1937 年 4 月 10 日,第 19 版。
參見杜鼇:《野孩子葛佐治》 [照片],上海:《明星

特寫》,1937 年第 1 期。
《小明星編者話》,上海:《明星特寫》,1937 年第 1

期。
參見《現在的小天使未來的大明星:林楚楚的公子

黎鏗》[照片],上海:《電影·漫畫》,1935 年第 1 卷

第 4 期;《銀幕上之童星》,上海:《良友》,1934 年第

97 期。
根據《黎民偉電影事業簡表》統計。 參見羅卡整

理:《黎民偉電影事業簡表》,上海:《當代電影》,2004
年第 3 期。
參見《金牌明星奪標影片》,上海:《母愛特刊》,
1935 年。
《天倫》中,林楚楚飾演的是祖母,黎鏗飾演的是孫

子,但由於兒子、兒媳向往城市的現代生活,對孫子

的成長不聞不問,祖母仍然扮演着母親的角色。
參見平次:《黎鏗的家庭》,上海:《明星特寫》,1937

年第 1 期。
張秉輝:《現代父母對於兒童應負之責任》,上海:
《申報》 ,1936 年 7 月 31 日,第 5 版。
相關論述可參見盧淑櫻:《科學、健康與母職:民國

時期的兒童健康比賽(1919 ~ 1937)》,廣州:《華南師

範大學學報》,2012 年第 5 期。
丁鳳珠:《振興女學之功效》,上海:《婦女雜誌》,
1915 年第 1 卷第 7 期。
參見阿遜:《記林楚楚》,上海:《聯華畫

報》,1935 年第 5 卷第 4 期。
參見汪曼頎:《林楚楚女士談話記》,1937 年第 1

卷第 1 期。
張宛青:《林楚楚女士訪問記》,上海:《現代父母》,
1937 年第 5 卷第 2 期。
參見《電影雜碎》,上海:《時代日報》,1935 年 10

月 22 日,第 8 版。
參見董哥:《黎家小景》;阿遜:《記林楚楚》。
參見穆一龍:《記葛佐治》,上海:《明星特寫》,1937
年第 1 期。
參見陳麟書:《記陳娟娟》,上海:《時報》,1934 年

12 月 26 日,第 8 版。
參見克白:《蓉蓉之家》,上海:《明星特寫》,1937
年第 1 期。

作者簡介:游曉光,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院副教授,博士。 南京　 210046

[責任編輯　 桑　 海]

861


